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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反贫困的要义不能局限于收入与消费维持基础上的基本需要满足，而应聚

焦于贫困个体或家庭的可持续生计，社会政策的目标和机制应由维持性生计理念向可持

续性生计理念转变。通过探讨城市贫困家庭各种生计资本类型对其生计策略的相关效
应，澄清了建构中国城市贫困家庭可持续生计系统的关键要素: ( 1) 金融资产对城市
贫困家庭主要生计策略均具有显著性影响。通过制度化方式促进金融资产积累不能仅局
限于中产及以上阶层，而应拓展其包容性，使穷人能够有效可及各种制度化金融资产积

累渠道。( 2) 加强知识更新与职业技能培训是建构城市贫困家庭可持续生计系统的必
由之路。( 3) 促进社会救助理念与运作机制由生计维持型向发展型转变是建构城市贫
困家庭可持续生计系统的关键一环。 ( 4) 未成年子女贫困家庭应成为政策支持的重点
对象。( 5) 对生活是否拥有信心是影响城市贫困家庭可持续生计的重要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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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背景与问题
长期以来，中国贫困现象主要聚焦于农村贫困人口。相比之下，中国城市贫困现象作为一个

重要社会问题，主要是伴随着 20 世纪 90 年代经济结构调整与国企改革的大背景下逐渐显现
的。①进入新世纪后，在工业化与城市化推动下，农村人口加速向城市转移，中国城市贫困问题
日益凸显，城市反贫困在中国反贫困体系中将逐步占据主导地位。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基于人类对贫困现象的复杂性体认及其内涵的拓展性理解，国际学术
界逐渐强调: 反贫困的要义不能局限于收入与消费维持基础上的基本需要满足，而应聚焦于贫困

个体或家庭的可持续生计，社会政策的目标和机制应由维持性生计理念向可持续性生计理念转

变。尽管中国城市贫困问题日益成为国内反贫困政策实践与学术研究的重要关切，然而，国内学
术界对城市贫困群体可持续生计方面的研究还十分薄弱。关信平和唐钧是较早研究中国城市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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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学者。关信平认为中国城市贫困问题将逐步朝着长期化和稳固化方向发展，城市贫困问题
难以解决的关键在于贫困群体的机会匮乏与能力匮乏。①唐钧较早地倡导对中国城市贫困群体开
展可持续生计研究，于 2003 年发表的《城市扶贫与可持续生计》一文，从可持续生计的角度探
讨了城市反贫困的政策措施。②经过初期倡导之后，将可持续生计理念与框架运用于城市反贫困
的研究近乎停滞。直到近几年，国内学界开始重视使用可持续生计框架对城市贫困问题进行理论
探讨。有学者分析了城市新贫困人口可持续生计面临的脆弱性背景，指出经济社会转型、生计资
本匮乏、城市管理制度、不利的社会文化以及不利的经济社会环境等对于城市新贫困人口生计脆
弱性的影响。③也有学者探讨了城市贫困群体区别于农村贫困群体的脆弱性特征以及中国城市贫
困群体可持续生计框架的基本要素。④然而，现有框架存在着简单化、笼统化以及缺乏可行性等
缺陷，并没有具体建立起适切于中国城市贫困群体可持续生计的一般分析框架，也缺乏必要的实

证研究基础。在对中国城市贫困群体可持续生计实证研究方面，目前学术界研究着力点散乱，本
就不多的实证研究在测量指标、分析视角以及样本规模上也存在着明显的缺陷。中国城市贫困群
体可持续生计框架及其有效政策路径的构建，需要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澄清城市贫困群体可持

续生计的关键影响要素，尤其需要明确影响城市贫困家庭基本生计策略选择的主要因素。
本文主要通过建构多元回归 ( OLS) 模型，重点探讨城市贫困家庭各类生计资本对其生计策略的

影响，以期澄清建构中国城市贫困家庭可持续生计系统的关键要素。个体或家庭所拥有的生计资本是
其运用生计策略、应对脆弱性风险、维持生计系统的资源基础，是测量个体或家庭贫困程度或脆弱性
程度的基本指标，也是可持续生计框架分析的核心内容和整合性反贫困政策的基本切入点或着力点。
通常，对城市家庭可持续生计具有重要影响的五大基本生计资本 (资产) 主要包括: 人力资本、住房
资产⑤、物质资本、金融资本以及社会资本。生计策略⑥是指贫困家庭实际或可能拥有的谋生之道，是
贫困家庭为维持生计主动运用生计资本进一步创造或拓展生计资本的活动。生计策略体现着贫困家庭
的可行能力或可行选择，对城市贫困家庭而言，重要的生计策略通常包括谋求职业 (尤其是非正规就

业)、开展可行的经营活动、获得职业与技能培训、小额信贷、资产积累与建设、消费支出管理以及
寻求各类正式或非正式的救助政策支持等活动。本文所探讨的城市贫困家庭生计策略范畴主要包括劳
动力市场参与、就业方式、社会救助支持以及消费支出活动四大基本领域，这些基本生计策略范畴集
中反映了当前城市贫困家庭所通常拥有的现实可行选择。简言之，本文拟逐一实证分析城市贫困家庭
基本生计策略的主要影响因素，重点剖析主要生计资本的相关效应。

二、研究方法与模型设定
本文使用的研究方法是抽样调查法。在具体抽样上，主要使用多阶段抽样法，在山东省济

南、青岛、聊城以及青海省的西宁市计划共抽取 2600 户贫困家庭展开调查。首先，本文从上述
四个城市中抽取了五个区，分别是济南的市中区与槐荫区、青岛的市北区、聊城的东昌府区以及
西宁的城中区; 其次，从所选的五个区共计 57 个街道办事处中，按照等距抽样法抽取了 13 个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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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信平: 《现阶段中国城市的贫困问题及反贫困政策》，《江苏社会科学》2003 年第 2 期。
唐钧: 《城市扶贫与可持续生计》，《江苏社会科学》2003 年第 2 期; 唐钧: 《可持续生计与城市就业》，《中国民政》
2004 年第 2 期。
刘璐琳: 《可持续生计视角下城市新贫困问题治理研究》，《宏观经济管理》2012 年第 12 期。
胡彬彬: 《可持续生计: 一个城市减贫的新范式》，《社会工作》2015 年第 1 期。
房产具有双重性，不仅具有居住等消费功用，而且是现代金融制度下的基本抵押品和投资品，具有重要的保值增值功能，具
有显著的金融资产性质。因此，住房资产作为双重性质的重要生计资产，应单独列出，作为城市家庭生计资本测量中与人力
资本、金融资本、社会资本以及其他物质资本同等重要的基本维度。
之所以采用“生计策略”( Livelihood Strategies，也有的译成“生计战略”) 一词而非“生计途径”或“生计手段”，主要原因
是该词能够精准呈现生计活动的主体性、动态性、整体性、多样性以及富含积极主动的谋略筹划、自主选择与执行实施等复
杂意涵，这些特征与发展型社会政策理念下可持续生计框架所表达的基本原则完全相吻合。相比而言，“生计途径”以及“生
计手段”等其他相关词汇都不能精确传递“生计策略”一词的多维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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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办事处; 再次，从每个街道办事处等距抽取 4 个社区; 最后，从每个社区所提供的贫困家庭名
册中等距抽取 50 户，共计 2600 户。课题组于 2012 年 7 月至 9 月开展抽样调查工作，实际完成
有效样本数为 2487 户，占计划样本的 95. 65%。
本文选择的自变量主要包括城市贫困家庭类型的人口统计学变量、所建构的城市贫困家庭五

大生计资本 ( 标准分) 、家庭夫妻关系与生活信心变量。具体情况简介如下。
其一，家庭类型的人口统计学变量。作为控制变量，主要包括: ( 1 ) 家庭人口数，本次抽

样调查的城市贫困家庭平均人口数为 2. 8 人。 ( 2 ) 未成年子女家庭，这是一个二分变量，未成
年子女家庭变量值设置为 1，没有未成年子女家庭作为对照组，变量值设置为 0。 ( 3) 在校大学
生子女家庭，有在校大学生子女的家庭变量值为 1，没有的作为对照组，变量值为 0。 ( 4) 家庭
有离退休老人，有离退休老人的家庭变量值设置为 1，没有的作为对照组，变量值为 0。 ( 5) 在
婚状态家庭，当前处于婚姻状态的家庭变量值为 1，没有的为 0。 ( 6) 单亲家庭，处在单亲状态
的家庭变量值为 1，不是单亲家庭的变量值设置为 0。( 7) 城市低保家庭，目前享有城市低保的
家庭变量值为 1，没有享有城市低保的贫困家庭变量值为 0。从这些家庭类型变量设置来看，大
多属于二份变量，除了作为控制变量外，我们希望了解未成年子女家庭、单亲家庭以及城市低保
家庭与相应的参照家庭，在不同的生计策略取向上是否存在着显著性差异。
其二，城市贫困家庭五大生计资本变量。本文对城市贫困家庭的生计资本进行了建构、测量

与标准化处理，相应地获得了城市贫困家庭的人力资本水平、住房资产水平、金融资本水平、
( 非房) 物质资本水平以及社会资本水平五大生计资本变量。本文对城市贫困家庭五大基本生计
资本的测量简介如下: ( 1) 人力资本主要包括教育水平、健康水平、劳动能力、职业技能以及
其他各种个体能动性要素。本文对城市贫困家庭人力资本的测量，主要包括家庭成年人口的平均
受教育年限、最高受教育年限; 家庭所有成员患病、残障、自理能力以及身体健康状况自评情
况; 家庭有劳动能力人口数量; 家庭拥有专业技术证数量与技能培训人次等。 ( 2 ) 本文对住房
资产的测量主要包括有无房产、房产价值以及居住面积等。城市贫困家庭的住房类型通常包括商
品房 ( 包括自建房) 、房改房、继承房产、市场租房、廉租房、公租房 ( 包括单位宿舍) 、拆迁
安置回迁房以及其他 ( 包括借住等) 。( 3) 物质资本是直接或间接用于生产性或投资性生计活动
的物品、工具或其他有形财富，是家庭赖以生存与发展的基础性资产。城市家庭所拥有的典型物
质资本主要包括交通工具、生产工具、通讯资产工具、家庭耐用品等项目。①本文通过 21 个具体
项目测量了城市贫困家庭的物质资本拥有量。 ( 4) 金融资本是指用于积累性、生产性或投资性
活动的货币流动量，而非指明确用于当下消费与支出的现金流，收支结余、信贷、家庭储蓄、有
价证券 ( 股权、债券) 、各类保险、住房公积金等都属于典型的金融资本范畴。本文对城市贫困
家庭金融资本的测量指标主要包括月收支结余额水平、家庭储蓄额、家庭信贷水平、家庭拥有的
养老保险、医疗保险以及住房公积金情况。 ( 5) 社会资本是嵌入到关系网络中的社会资源，家
庭社会资本是家庭生计维持系统中重要的资本类型。本文所测量的社会资本主要包括如下两个方
面: 一是家庭所获得的政府机构、社区组织、其他非营利性组织等较为正式的社会性支持水平，
通过一组李克特量表式的陈述来测量; 二是家庭所拥有的非正式社会关系网络，主要通过 “遇
到急事找到人帮忙”以及“遇到暂时经济困难能借到钱”等变量来测量。通过对五大生计资本
的标准化处理后获得各自标准分，限于篇幅，本文仅把经过标准化处理之后的结果呈现如下。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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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资本通常也包括房产，在城市贫困家庭所拥有的物质资本中，鉴于房产的特殊性及其在城市家庭中的重要性，已
作为基本生计资本单独测量，因此，本部分所指称的物质资本不再包括房产，而是指城市贫困家庭除房产之外的其他
物质资本类型。另外，家庭耐用消费品不仅是单纯的消费品，而且具有直接提高家务劳动效率的功能，具有长期的生
产性效应。参见迈克尔·谢若登《资产与穷人———一项新的美国福利政策》，高鉴国译，商务印书馆 2005 年版，第
123 页。
对城市贫困家庭五大生计资本指标体系的建构、测量及其标准化处理的详细情况，鉴于篇幅过大，此不赘述，详情参
见高功敬、陈岱云、梁丽霞《中国城市贫困家庭生计资本指标测量及现状分析》，《济南大学学报》2016 年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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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城市贫困家庭生计资本标准得分一览表

城市贫困家庭生计资本类型 样本数 最低分 最高分 均值 标准差

人力资本 2487 ． 00 ． 65 ． 3169 ． 09819

家庭成年人教育水平 2487 ． 00 ． 92 ． 4790 ． 15175

家庭健康水平 2487 ． 00 ． 81 ． 3093 ． 14655

家庭劳动能力 2487 ． 00 1． 00 ． 3275 ． 21943

家庭职业技能 2487 ． 00 ． 90 ． 1516 ． 16132

技术证数量 2487 ． 00 1． 00 ． 1494 ． 16224

技能培训人数 2487 ． 00 1． 00 ． 1537 ． 19855

住房资产 2487 ． 00 ． 86 ． 3198 ． 23787

物质资本( 非房) 2487 ． 00 ． 46 ． 1685 ． 06435

金融资本 2484 ． 00 ． 68 ． 1877 ． 09248

收支平衡水平 2484 ． 00 1． 00 ． 6513 ． 2936

储蓄水平 2487 ． 00 1． 00 ． 0087 ． 0625

信贷水平 2487 ． 00 1． 00 ． 0260 ． 1130

参与养老保险 2487 ． 00 1． 00 ． 1830 ． 1893

参与医疗保险 2487 ． 00 1． 00 ． 1955 ． 1946

拥有住房公积金 2487 ． 00 1． 00 ． 0618 ． 1683

社会资本 2487 ． 13 1． 00 ． 4790 ． 19823

另外，本文需要详细考察人力资本构成子变量的具体效应，因此，人力资本变量被其所构成

的实际调查的子变量所取代，分别为: 家庭成年人平均受教育水平、家庭健康自评 ( 取值为逆
序，即得分越高，健康越差) 、家庭患病人数、家庭残障人数、家庭自理困难人数、家庭拥有专
业技术证数量、家庭成员近年来技能培训人次以及家庭劳动就业人数。通过 OLS 模型适用条件
的逐一审查表明，对人力资本的拆分考察在技术上也避免了生计资本之间存在着的共线性问题。
其三，家庭夫妻关系变量与生活信心变量。选择这两个变量进入 OLS 模型，主要是考察一下家
庭夫妻关系以及生活信心对于城市贫困家庭不同的生计策略取向的影响情况。家庭夫妻关系变量
与生活信心变量的取值被转换为二分变量: 好 = 1，不好 = 0。
基于研究目的，所选定的因变量分别为: ( 1) 实际反映城市贫困家庭劳动力市场参与水平

的家庭工资性收入、家庭工资性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以及家庭劳务性收入、家庭劳务性收入占
总收入的比例。( 2) 反映城市贫困家庭劳动力市场参与方式的正规就业收入与非正规就业收入，
所谓正规就业是指正式签订了劳动合同的就业，而非正规就业是指没有正式签订劳动合同的就

业。( 3) 救助性收入以及制度性救助性收入。 ( 4) 维持型消费支出与发展型消费支出。上述四
类因变量基本上反映了当前城市贫困家庭的基本生计策略取向。据此，本文分别构建了相应的
OLS模型，经逐一检验，相应模型拟合度较好，模型设定完全符合 OLS模型的前提要求。

三、生计资本与劳动力市场参与
通过劳动力市场参与获取收入是城市贫困家庭的基本生计策略。工资性收入与包括经营性收

入在内的劳务性收入水平反映了城市贫困家庭劳动力市场参与程度。本部分主要通过建构城市贫
困家庭工资性收入及其占比 ( 工资性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 以及劳务性收入及其占比 OLS 模型，
详细考察影响城市贫困家庭劳动力市场参与的主要因素，重点分析五大生计资本的具体效应。城
市贫困家庭工资性收入及其占比 OLS 模型的解释力分别达到了 59. 4%、66. 9%，且均通过了假
设检验，具有较高的解释力。( 参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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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城市贫困家庭工资性收入及其占比影响因素 OLS模型

自变量
模型 1． 1:工资性收入( 元) 模型 1． 2:工资性收入占比( % )

B β VIF B β VIF

常量 1961． 687＊＊＊ ． 807＊＊＊

家庭人口数 － 264． 428 － ． 112＊＊＊ 2． 606 － ． 007 － ． 016 2． 680

未成年子女家庭( 有 = 1) 19． 319 ． 004 1． 725 ． 000 ． 000 1． 732

在校大学生子女家庭( 有 = 1) － 127． 721 － ． 025 1． 525 － ． 012 － ． 012 1． 521

家庭有离退休老人( 有 = 1) － 85． 198 － ． 012 1． 109 7． 125E-5 ． 000 1． 109

在婚状态家庭( 在婚 = 1) 87． 863 ． 018 2． 369 ． 020 ． 021 2． 392

单亲家庭( 单亲 = 1) 328． 822 ． 042* 1． 755 ． 014 ． 009 1． 750

低保家庭( 是 = 1) － 697． 648 － ． 167＊＊＊ 2． 980 － ． 229 － ． 275＊＊＊ 2． 048

人力资本

成年人平均受教育水平 28． 516 ． 039＊＊ 1． 185 ． 000 ． 002 1． 184

家庭健康自评( 逆序) － 149． 336 － ． 080＊＊＊ 2． 122 － ． 061 － ． 167＊＊＊ 2． 137

家庭患病人数 － 102． 570 － ． 043* 1． 931 － ． 015 － ． 031 1． 939

家庭残障人数 － 64． 188 － ． 016 1． 345 － ． 051 － ． 066＊＊＊ 1． 354

家庭自理困难人数 － 14． 249 － ． 003 1． 420 － ． 065 － ． 077＊＊＊ 1． 425

家庭专业技术证数量 141． 952 ． 055＊＊＊ 1． 820 － ． 012 － ． 022 1． 817

家庭成员技能培训人次 305． 332 ． 088＊＊＊ 2． 350 ． 074 ． 108＊＊＊ 2． 358

家庭劳动就业人数 659． 776 ． 345＊＊＊ 2． 068 ． 086 ． 228＊＊＊ 2． 101

住房资产( 标准分) 147． 314 ． 017 1． 101 ． 022 ． 012 1． 101

非房物质资产( 标准分) 640． 017 ． 020 1． 241 － ． 048 － ． 007 1． 243

家庭金融资产( 标准分) 577． 432 ． 026* 2． 197 ． 166 ． 038* 2． 208

社会资本( 标准分) 178． 876 － ． 017 2． 533 ． 192 ． 094＊＊＊ 2． 541

家庭夫妻关系( 和睦 = 1) 14． 514 ． 005 1． 079 ． 027 ． 044＊＊＊ 1． 078

生活信心( 有 = 1) 111． 562 ． 033* 1． 062 ． 017 ． 025* 1． 064

N 2107 2096

F 147． 820 202． 654

调整后 Ｒ2 0． 594＊＊＊ 0． 669＊＊＊

注: * 、＊＊、＊＊＊分别表示 p ＜ 0. 05、p ＜ 0. 01、p ＜ 0. 001，下同。

模型 1. 1 显示，城市贫困家庭五大资本中只有家庭金融资产 ( 标准分) 以及人力资本中的
成年人平均受教育水平、家庭健康自评、家庭患病人数、家庭专业技术证数量、家庭成员技能培
训人次、家庭劳动就业人数变量对家庭工资性收入产生了显著性影响。家庭金融资产每提高一个
单位，相应的家庭工资性收入平均增加 577. 4 元，由此可见，家庭金融资产对于家庭工资性收入
具有重要的影响。在人力资本构成的各自变量中，对家庭工资性收入具有显著性影响最大的因素
是家庭劳动就业人数 ( 标准化回归系数为 0. 345 ) ，而家庭成员培训人次、家庭专业技术证数量
分别紧随其后。在家庭类型的统计学变量中，城市贫困家庭人口数量每增加 1 人，该家庭的工资
性收入均值相应地减少 264. 4 元，说明城市贫困家庭人口数量越多，工资性收入越低。这表明人
口较多的城市贫困家庭成员能够有效参与劳动力市场的人数并不比其他类型的家庭多，而且人口

较多的城市贫困家庭往往有未成年子女抚养以及老人赡养，其人口抚养比与赡养比通常高于其他

类型家庭，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人口较多的城市贫困家庭有劳动能力成员劳动力市场参与程

度。城市低保家庭相对于非低保家庭而言，其获得的工资性收入平均减少 697. 6 元，表明城市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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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家庭的工资性收入显著低于非低保贫困家庭，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反映出现有的城市低保制度

显著抑制了城市低保家庭的劳动力市场参与，基本属于生计维持型的，而非发展型的。单亲家庭
相对于非单亲家庭而言，工作性收入平均增加了 328. 8 元，单亲家庭的劳动力市场参与程度显著
高于非单亲家庭，这可能反映出单亲家庭面临着极大的生活压力而必须投入到劳动力市场中的现

实窘况。另外，对于未来生活更具有信心的城市贫困家庭，其工作性收入平均增加了 111. 6 元，
生活信心对于城市贫困家庭劳动力市场参与具有显著性影响。
模型 1. 1 探讨的是城市贫困家庭工资性收入的相关影响因素及其程度，反映的只是城市贫困

家庭绝对工资性收入的影响因素状况，并不能解释工资性收入占比 ( 工资性收入占总收入的比

重) 相应情况，而工资性收入占比影响因素的分析可以进一步揭示工资性收入水平的影响因素

状况，是对模型 1. 1 的重要补充。模型 1. 2 表明，在城市贫困家庭的五大生计资本中，金融资产
水平依然是一个重要的显著性影响因素，城市贫困家庭金融资产水平每提升 1 个单位，相应的工
资性收入占比将提高 16. 6%。在模型 1. 2 中，社会资本则成为一个显著的影响因素，社会资本
( 标准分) 每提升 1 个单位，城市贫困家庭的工资性收入占比相应地提高 19. 2%。在人力资本构
成的自变量中，成年人平均受教育水平、家庭专业技术证数量以及家庭患病人数对工资性收入占
比不再具有显著影响，而家庭健康自评水平、家庭残障人数、家庭自理困难人数以及家庭成员技
能培训人次对城市贫困家庭工资性收入占比具有统计学意义。成年人平均受教育水平以及专业技
术证数量对城市贫困家庭工资性收入占比不具有统计学意义的现实，很可能反映出当前城市贫困

家庭以前所接受的教育以及先前所拥有的专业技术培训已经不再适应当前劳动力市场需求，亟需

知识更新以及新的专业技能培训。这从城市贫困家庭成员技能培训人次这一变量的效应中也能够
得到进一步的支持。家庭成员技能培训人次变量无论是在模型 1. 1 中还是在模型 1. 2 中都具有显
著性意义，说明近期技能培训对于城市贫困家庭知识技能更新的重要性。换言之，相对于城市贫
困家庭成员以前接受的教育以及所拥有的专业技能证而言，近年来所接受的职业技能培训更能够

促进其市场劳动力参与水平，对其工作性收入及工资性收入所占比重具有更积极的意义。另外，
在模型 1. 2 中，城市低保家庭相对于城市非低保家庭而言，其工资性收入占比平均下降了
22. 9%，这与模型 1. 1 中反映出来的实际含义基本一致。家庭夫妻关系以及家庭生活信心对于城
市贫困家庭的工资收入占比也具有显著性影响。
由于工资性收入及其占比反映的只是城市贫困家庭劳动力市场参与状况中的被雇佣内容，没

有包括城市贫困家庭中自雇等经营性收入，并不能完整地反映城市贫困家庭劳动力市场参与状

况。城市贫困家庭收入结构中主要是工资性收入，而经营性收入相对较低。因此，综合考量，本
文建构了城市贫困家庭劳务性收入均值及其占比的影响因素 OLS 模型，其中城市贫困家庭的劳
务性收入是其工资性收入与经营性收入之和。

表 3 城市贫困家庭劳务性收入及其占比影响因素 OLS模型

自变量
模型 2． 1:劳务性收入( 元) 模型 2． 2:劳务性收入占比( % )

B β VIF B β VIF

常量 2338． 590＊＊＊ ． 872＊＊＊

家庭人口数 － 314． 553 － ． 129＊＊＊ 2． 606 － ． 014 － ． 030 2． 680

未成年子女家庭( 有 = 1) 18． 653 ． 004 1． 725 9． 910E-5 ． 000 1． 732

在校大学生子女家庭( 有 = 1) － 140． 268 － ． 027 1． 525 － ． 005 － ． 005 1． 521

家庭有离退休老人( 有 = 1) － 36． 503 － ． 005 1． 109 ． 010 ． 007 1． 109

在婚状态家庭( 在婚 = 1) 29． 569 ． 006 2． 369 ． 015 ． 016 2． 392

单亲家庭( 单亲 = 1) 298． 125 ． 037* 1． 755 ． 003 ． 002 1． 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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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自变量
模型 2． 1:劳务性收入( 元) 模型 2． 2:劳务性收入占比( % )

B β VIF B β VIF

低保家庭( 是 = 1) － 1035． 088 － ． 238＊＊＊ 2． 870 － ． 268 － ． 325＊＊＊ 2． 683

人力资本

成年人平均受教育水平 37． 177 ． 049＊＊＊ 1． 185 ． 001 ． 009 1． 184

家庭健康自评( 逆序) － 122． 569 － ． 064* 3． 122 － ． 061 － ． 166＊＊＊ 3． 137

家庭患病人数 － 102． 391 － ． 041* 1． 931 － ． 012 － ． 025 1． 939

家庭残障人数 － 80． 564 － ． 020 1． 345 － ． 050 － ． 065＊＊＊ 1． 354

家庭自理困难人数 30． 924 ． 007 1． 420 － ． 072 － ． 086＊＊＊ 1． 425

家庭专业技术证数量 105． 287 ． 039* 1． 820 ． 015 ． 029 1． 817

家庭成员技能培训人次 286． 458 ． 080＊＊＊ 2． 350 ． 061 ． 089＊＊＊ 2． 358

家庭劳动就业人数 583． 333 ． 294＊＊＊ 3． 068 ． 078 ． 209＊＊＊ 3． 101

住房资产( 标准分) 221． 763 ． 024 1． 101 ． 029 ． 017* 1． 101

非房物质资产( 标准分) 345． 455 ． 010 1． 241 － ． 086 － ． 013 1． 243

家庭金融资产( 标准分) 641． 548 ． 028＊＊ 2． 197 ． 192 ． 035＊＊ 2． 208

社会资本( 标准分) 11． 331 ． 001 2． 533 ． 173 ． 085＊＊＊ 2． 541

家庭夫妻关系( 和睦 = 1) 11． 935 ． 004 1． 079 ． 029 ． 048＊＊＊ 1． 078

生活信心( 有 = 1) 106． 142 ． 030* 1． 062 ． 021 ． 031* 1． 064

N 2107 2096

F 137． 931 223． 962

调整后 Ｒ2 0． 577＊＊＊ 0． 691＊＊＊

从城市贫困家庭劳务性收入及其占比影响因素两个 OLS 模型中可以看出，城市贫困家庭的
金融资本依然都具有显著性，金融资本每提升 1 个单位，城市贫困家庭的劳务性收入均值相应地
提高 641. 5 元，而劳务性收入占比则相应地增加 19. 2 个百分点。在城市贫困家庭的人力资本中，
家庭健康自评得分、家庭成员技能培训人次以及家庭劳动就业人数对城市贫困家庭劳务性收入及
其占比也都具有统计学意义。在城市贫困家庭人力资本中，成年人平均受教育水平、家庭患病人
数、家庭专业技术证数量在模型 2. 1 中显著，而在模型 2. 2 中不显著，家庭残障人数以及家庭自
理困难人数在模型 2. 1 中不显著，而在模型 2. 2 中显著。这充分说明，在城市贫困家庭人力资本
对其劳务性收入及其占比的影响中，技能培训要素依然是一个显著性因素，城市贫困家庭成员的

知识更新、及时有效的技能培训对于其劳动力市场参与及其收入提升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城市
贫困家庭的社会资本水平在模型 2. 1 中不显著，在模型 2. 2 中显著，其社会资本每提升 1 个单
位，劳务性收入占比相应地提高 17. 3 个百分点。家庭夫妻关系的好坏对于城市贫困家庭的劳务
性收入占比的提升也具有显著性影响。另外，对未来的生活信心状况无论是对于家庭劳务性收入
还是对于劳务性收入占比而言，都具有显著的影响。生活信心因素对于城市贫困家庭的劳动力市
场参与的影响不容忽视，需要从政策或制度上给予其生计系统有力支持，让其能够现实地生发出

对未来生活的信心、看到希望。关于家庭类型的人口统计学变量中，单亲家庭在模型 2. 1 中具有
显著性意义，单亲家庭相对于非单亲家庭而言，其劳务性收入平均增加了 298. 1 元，其基本含义
与上文工资性收入模型中的含义一致，在生活压力下，单亲家庭的可行选择相对较少，不得不参

加劳动力市场获取相应的劳务性收入以维持生计。城市低保家庭相对于非低保家庭而言，其平均
劳务性收入减少了 1035. 1 元，平均劳务性收入占比下降了 26. 8 个百分点，这再次说明，当前城
市低保政策对低保家庭的劳动力市场参与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其严苛的收入与财产审查规定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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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低保家庭成员不愿意也没必要进行积极的劳动力市场参与。
综上，金融资产与人力资本对于城市贫困家庭的劳动力市场参与影响至关重要。在人力资本

中，除了家庭劳动就业人数 ( 难以改变的客观因素) 外，影响最大的能动性因素是反映近期城

市贫困家庭职业技能水平的家庭成员技能培训人次这一变量。城市贫困家庭教育水平以及家庭成
员拥有的专业技术证在模型 1. 1、模型 2. 1 中显著，而在模型 1. 2、模型 2. 2 中不显著，反映了
城市贫困家庭先前所拥有的知识技能已经较为陈旧，远不能适应当今飞速变化的劳动力市场对基

本知识与具体技能的最新需求。在具有能动性或可干预因素中，生活信心也是对反映家庭劳动力
市场参与水平的家庭工资性收入及其占比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因此，城市贫困家庭可持续生计
系统的建构，从劳动力市场参与角度，需要在制度上促进城市贫困家庭金融资产的积累，加大城

市贫困家庭成员的职业技能培训力度，促进城市贫困家庭成员的知识技能更新步伐，推动城市低

保制度由单纯的生计维持型向发展型转变，通过整合各种有效政策措施提升城市贫困家庭成员对

未来生活的信心，使其对可持续生计怀有现实的希望。

四、生计资本与就业方式
本文在调查城市贫困家庭收入时区分了正规就业 ( 正式工作) 工资收入与非正规就业 ( 临

时打工) 工资收入，前者是指有正式书面劳动合同的工作收入，而后者则是指没有正式书面劳

动合同的工作收入。据此，建构了关于城市贫困家庭正规就业收入与非正规就业收入的 OLS 模
型 ( 见表 4) ，探讨影响城市贫困家庭就业方式的主要因素。在城市贫困家庭正规就业收入的
OLS模型中，五大资本类型中金融资产、社会资本与人力资本对城市贫困家庭正规就业收入具有
显著性影响。城市贫困家庭金融资产每增加 1 个单位，其正规就业收入平均增加 591. 5 元; 社会
资本每增加 1 个单位，其正规收入平均提高 637. 8 元。在人力资本构成中，成年人平均受教育水
平、家庭专业技术证数量以及家庭劳动就业人数对城市贫困家庭正规就业收入具有显著性影响。
城市低保家庭相对于非低保家庭而言，正规就业收入则平均下降了 476. 0 元，而对未来生活充满
信心的家庭相对于信心匮乏的家庭而言，正规就业收入将会提高 206. 3 元。在城市贫困家庭非正
规就业收入的 OLS模型中，五大生计资本中只有社会资本与人力资本中的部分变量具有统计学
意义。社会资本每增加 1 个单位，非正规就业的收入平均相应地提高 388. 7 元。社会资本对于城
市贫困家庭从事正规就业或非正规就业都产生了积极的显著影响。在人力资本构成中，家庭健康
自评 ( 逆序) 、家庭自理困难人数、家庭专业技术证、家庭成员技能培训人次以及家庭劳动就业
人数，对于城市贫困家庭的非正规就业产生了显著性影响。其中家庭健康自评 ( 逆序) 每提高 1
个单位、家庭专业技术证每增加 1 个、家庭成员技能培训人次每增加 1 人次以及家庭劳动就业人
数每增加 1 人，则非归正规就业收入平均分别提高 82. 8 元、219. 5 元、312. 7 元以及 162. 5 元。
而家庭自理困难人数每增加 1 人，城市贫困家庭非正规就业收入则下降 140. 0 元。由此可见，家
庭成员所拥有的专业技术证数量对于城市贫困家庭正规就业与非正规就业收入都产生了显著的积

极作用，但其对正规就业收入的影响显然比非正规就业收入的影响大。家庭成员所接受的培训人
次对正规就业没有产生显著性影响，但对城市贫困家庭的非正规就业收入影响显著。由于城市贫
困家庭成员所从事的职业大多属于非正规就业，对其进行有效及时的职业技能培训非常有利于提

高其非正规就业市场的参与程度。但要促进城市贫困家庭正规就业市场的劳动力参与，不仅要加
大职业技能培训的力度，而且要持续性地对其进行培训以获得相应的职业技能水平。在家庭类型
等控制变量中，在校大学生子女家庭相对于非在校大学生子女家庭而言，非正规就业收入平均下

降了 122. 1 元，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城市贫困家庭的子女考上大学之后，其参与非正规就业市场
的积极性显著下降。在婚状态家庭相对于非在婚状态家庭而言，非正规就业收入相应地平均增加
259. 0 元。对未来生活怀有信心的城市贫困家庭比生活信心匮乏的家庭，在正规就业收入和非正
规就业收入上均有显著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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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城市贫困家庭正规就业收入与非正规就业收入 OLS模型

自变量
模型 3． 1:正规就业收入( 元) 模型 3． 2:非正规就业收入( 元)

B β VIF B β VIF

常量 691． 295* 1240． 634＊＊＊

家庭人口数 － 108． 432 － ． 052* 2． 606 － 145． 129 － ． 106＊＊＊ 2． 426

未成年子女家庭( 有 = 1) － 41． 360 － ． 011 1． 725 62． 812 ． 025 1． 355

在校大学生子女家庭( 有 = 1) － 15． 844 － ． 004 1． 525 － 122． 093 － ． 042* 1． 425

家庭有离退休老人( 有 = 1) 68． 978 ． 011 1． 109 － 166． 515 － ． 039 1． 115

在婚状态家庭( 在婚 = 1) － 146． 524 － ． 034 2． 369 259． 013 ． 091＊＊＊ 2． 486

单亲家庭( 单亲 = 1) 167． 511 ． 024 1． 755 193． 472 ． 042 1． 658

低保家庭( 是 = 1) － 476． 028 － ． 127＊＊＊ 2． 980 － 177． 830 － ． 073 2． 896

人力资本

成年人平均受教育水平 37． 122 ． 057＊＊＊ 1． 185 － 12． 613 － ． 030 1． 253

家庭健康自评( 逆序) － 64． 445 － ． 039 3． 122 － 82． 843 － ． 077* 3． 225

家庭患病人数 － 43． 186 － ． 020 1． 931 － 58． 060 － ． 042 1． 987

家庭残障人数 － 36． 923 － ． 011 1． 345 － 46． 775 － ． 021 1． 542

家庭自理困难人数 134． 598 ． 035 1． 420 － 140． 010 － ． 057* 1． 327

家庭专业技术证数量 360． 229 ． 156＊＊＊ 1． 820 219． 509 ． 147＊＊＊ 1． 785

家庭成员技能培训人次 11． 689 ． 004 2． 350 312． 718 ． 156＊＊＊ 2． 298

家庭劳动就业人数 495． 474 ． 290＊＊＊ 3． 068 162． 488 ． 147＊＊＊ 3． 124

住房资产( 标准分) 44． 072 ． 006 1． 101 143． 277 ． 028 1． 231

非房物质资产( 标准分) 810． 273 ． 028 1． 241 － 205． 512 － ． 011 1． 301

家庭金融资产( 标准分) 591． 472 ． 030* 2． 197 20． 832 ． 002 2． 264

社会资本( 标准分) 637． 774 ． 069＊＊＊ 2． 533 388． 740 ． 065* 2． 356

家庭夫妻关系( 和睦 = 1) 9． 247 ． 003 1． 079 3． 627 ． 002 1． 121

生活信心( 有 = 1) 206． 339 ． 069＊＊＊ 1． 062 98． 404 ． 050* 1． 105

N 2107 2107

F 74． 545 17． 44

调整后 Ｒ2 0． 423＊＊＊ 0． 141＊＊＊

五、生计资本与社会救助
社会救助性收入是城市贫困家庭第二大收入来源，寻求社会救助支持是其重要的生计策略。

为考察生计资本与社会救助之间的关系，本文建构了城市贫困家庭救助性收入及其占比的影响因

素 OLS模型 ( 见表 5) 。模型 4. 1 表明，城市贫困家庭的生计资本中，只有家庭残障人数这一因
素对城市贫困家庭救助性收入有显著性影响，现有社会救助主要针对的是城市家庭中最贫困的群

体。模型 4. 2 表明，社会资本因素具有显著的统计学意义，对城市贫困家庭获取较多社会救助收
入具有重要作用。在人力资本构成中，家庭健康自评 ( 逆序) 、家庭患病人数以及家庭劳动就业
人数对城市贫困家庭社会救助性收入占比具有显著性影响。城市低保家庭相对于非低保家庭而
言，其生计策略更多地依赖社会救助收入，其社会救助收入占比相对非低保家庭而言平均增加了

39



社会科学 2016 年第 10 期 高功敬: 中国城市贫困家庭生计资本与生计策略

表 5 城市贫困家庭救助性收入及其占比影响因素 OLS模型

自变量
模型 4． 1:救助性收入( 元) 模型 4． 2:救助性收入占比( % )

B β VIF B β VIF

常量 － 128． 362 ． 000

家庭人口数 － 31． 452 － ． 024 2． 606 ． 030 ． 069＊＊＊ 2． 680

未成年子女家庭( 有 = 1) 45． 608 ． 019 1． 724 ． 037 ． 045＊＊＊ 1． 732

在校大学生子女家庭( 有 = 1) 61． 074 ． 022 1． 523 ． 001 ． 001 1． 521

家庭有离退休老人( 有 = 1) － 39． 128 － ． 010 1． 109 － ． 026 － ． 019 1． 109

在婚状态家庭( 在婚 = 1) 58． 175 ． 022 2． 368 － ． 006 － ． 007 2． 392

单亲家庭( 单亲 = 1) 23． 644 ． 005 1． 755 ． 002 ． 002 1． 750

低保家庭( 是 = 1) 559． 810 ． 242＊＊＊ 2． 980 ． 414 ． 533＊＊＊ 3． 048

人力资本

成年人平均受教育水平 14． 170 ． 035 1． 185 － ． 003 － ． 020 1． 184

家庭健康自评( 逆序) 7． 135 ． 007 3． 127 ． 041 ． 121＊＊＊ 3． 137

家庭患病人数 22． 500 ． 017 1． 931 ． 026 ． 059＊＊＊ 1． 939

家庭残障人数 250． 958 ． 117＊＊＊ 1． 344 ． 017 ． 023 1． 354

家庭自理困难人数 4． 918 ． 002 1． 420 ． 009 ． 011 1． 425

家庭专业技术证数量 － 68． 933 － ． 048 1． 823 － ． 005 － ． 010 1． 817

家庭成员技能培训人次 67． 701 ． 036 2． 359 － ． 010 － ． 015 2． 358

家庭劳动就业人数 － 33． 017 － ． 031 3． 070 － ． 052 － ． 148＊＊＊ 3． 101

住房资产( 标准分) － 23． 554 － ． 005 1． 100 － ． 020 － ． 013 1． 101

非房物质资产( 标准分) 12． 907 ． 001 1． 241 ． 088 ． 015 1． 243

家庭金融资产( 标准分) 372． 141 ． 030 2． 196 － ． 052 － ． 013 2． 208

社会资本( 标准分) 304． 383 ． 053 2． 533 ． 091 ． 047* 2． 541

家庭夫妻关系( 和睦 = 1) 4． 271 ． 003 1． 079 － ． 009 － ． 016 1． 078

生活信心( 有 = 1) － 18． 659 － ． 010 1． 062 － ． 016 － ． 025* 1． 064

N 2084 2096

F 17． 940 186． 585

调整后 Ｒ2 0． 145＊＊＊ 0． 650＊＊＊

41. 4%。值得注意的是，未成年子女家庭相对于没有未成年子女的家庭而言，其接受社会救助性
收入占比平均增加了 3. 7 个百分点，未成年子女家庭的生计维持负担相对较重，需要更多的社会
救助支持。有无生活信心也对社会救助性收入占比产生了显著性作用，有生活信心的城市贫困家
庭接受社会救助性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有显著性下降。
社会救助性收入可分为制度救助性收入以及非制度救助性收入，前者来源于政府所提供的正

式救助，而后者来源于社会性力量所提供的临时性救助。在制度救助性收入影响因素 OLS 模型
中，五大资本中只有人力资本因素具有显著性影响，其中家庭残障人数以及家庭自理困难人数具

有重要影响。这不难理解，制度救助性收入尤其针对残障家庭以及自理困难家庭。成年人平均受
教育水平以及家庭专业技术证数量因素对城市贫困家庭制度救助性收入具有显著的负效用，换言

之，平均教育水平与专业技术水平越好的家庭，其相应的制度救助性收入越少。城市低保家庭相
对于非低保家庭而言，其获得的制度救助性收入平均高出 641. 5 元，其中主要是城市低保金的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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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在制度救助性收入占比的影响因素 OLS 模型中，家庭健康自评 ( 逆序) 、家庭劳动就业人
数、家庭患病人数以及社会资本变量也具有显著性影响。另外，在家庭类型的人口统计学变量
中，家庭人口数是城市贫困家庭的制度救助性收入占比的重要影响因素，而城市低保家庭相对于

非低保家庭而言，其制度救助性收入占比显著高出 40. 9%。生活信心变量也是影响城市贫困家
庭制度救助性收入占比的显著因素。

表 6 城市贫困家庭制度救助性收入及其占比影响因素 OLS模型

自变量
模型 5． 1:制度救助性收入( 元) 模型 5． 2:制度救助性收入占比( % )

B β VIF B β VIF

常量 － 22． 193 ． 000

家庭人口数 － 17． 583 － ． 027 2． 606 ． 026 ． 063＊＊＊ 2． 680

未成年子女家庭( 有 = 1) 59． 262 ． 050* 1． 724 － ． 023 － ． 031* 1． 732

在校大学生子女家庭( 有 = 1) － 22． 330 － ． 016 1． 523 ． 017 ． 019 1． 521

家庭有离退休老人( 有 = 1) ． 336 ． 000 1． 109 － ． 018 － ． 014 1． 109

在婚状态家庭( 在婚 = 1) 21． 045 ． 016 2． 368 － ． 008 － ． 009 2． 392

单亲家庭( 单亲 = 1) 9． 463 ． 004 1． 755 ． 008 ． 006 1． 750

低保家庭( 是 = 1) 641． 458 ． 560＊＊＊ 2． 982 ． 409 ． 566＊＊＊ 2． 048

人力资本

成年人平均受教育水平 － 11． 578 － ． 058＊＊＊ 1． 185 － ． 002 － ． 017 1． 184

家庭健康自评( 逆序) 11． 745 ． 023 3． 125 ． 027 ． 084＊＊＊ 3． 137

家庭患病人数 5． 339 ． 008 1． 931 ． 021 ． 050＊＊＊ 1． 939

家庭残障人数 135． 053 ． 127＊＊＊ 1． 345 ． 018 ． 027 1． 354

家庭自理困难人数 79． 289 ． 068＊＊＊ 1． 420 ． 000 ． 000 1． 425

家庭专业技术证数量 － 40． 629 － ． 057＊＊ 1． 821 ． 000 ． 000 1． 817

家庭成员技能培训人次 － 24． 010 － ． 025 2． 355 － ． 014 － ． 023 2． 358

家庭劳动就业人数 － 18． 290 － ． 035 3． 069 － ． 043 － ． 129＊＊＊ 3． 101

住房资产( 标准分) － 59． 647 － ． 025 1． 101 － ． 028 － ． 019 1． 101

非房物质资产( 标准分) － 135． 749 － ． 015 1． 242 ． 070 ． 012 1． 243

家庭金融资产( 标准分) 191． 501 ． 031 2． 197 － ． 092 － ． 024 2． 208

社会资本( 标准分) 2． 649 ． 001 2． 533 ． 089 ． 050* 2． 541

家庭夫妻关系( 和睦 = 1) 1． 233 ． 001 1． 079 － ． 008 － ． 015 1． 078

生活信心( 有 = 1) － 10． 981 － ． 012 1． 062 － ． 015 － ． 026* 1． 064

N 2106 2096

F 73． 251 166． 196

调整后 Ｒ2 0． 419＊＊＊ 0． 623＊＊＊

六、生计资本与消费方式
城市贫困家庭的消费方式 ( 结构) 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其运用家庭可支配收入所开展的生

计活动状况，体现了城市贫困家庭通常采取的生计策略取向。本部分重点考察城市贫困家庭生计
资本对于不同取向的消费方式的影响。本文把城市贫困家庭的消费内容根据消费支出的不同取向

59



社会科学 2016 年第 10 期 高功敬: 中国城市贫困家庭生计资本与生计策略

分成维持型消费与发展型消费①，建构出城市贫困家庭维持型消费与发展型消费影响因素 OLS 模
型 ( 见表 7) 。下表显示，在对城市贫困家庭维持型消费支出与发展型消费支出都具有显著性影
响的因素有如下方面: 家庭人口数、未成年子女家庭、低保家庭、人力资本中的成年人平均受教
育程度与家庭患病人数以及金融资产。具体而言，城市贫困家庭人口数每增加 1 人，维持型消费
平均增加 208. 8 元，发展型消费相应地增加 201. 6 元。未成年子女家庭相对于没有未成年子女的
家庭而言，其维持型消费支出与发展型消费支出平均增加了 174. 4 元与 109. 2 元。城市低保家庭
相对于非低保家庭而言，其维持型消费支出与发展型消费支出则平均下降 531. 5 元与 561. 5 元。
在维持型消费支出模型中，在校大学生子女家庭相对于非在校大学生家庭而言，其维持型消费支

出显著下降了 209. 0 元。在人力资本构成变量中，成年人平均受教育水平、家庭患病人数对于维
持型消费支出与发展型消费支出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家庭劳动就业人数对发展型消费支出具有显
著的负效应，每增加 1 人，发展型消费平均减少 185. 5 元。家庭金融资产对于维持型消费与发展
型消费均具有显著的正效应，城市贫困家庭金融资产每增加 1 个单位，相应的维持型消费支出与
发展型消费支出平均显著增加 1350. 0 元与 531. 9 元。由此可见，除了作为控制变量的家庭类型
因素外，五大生计资本中，只有金融资产变量以及部分人力资本子变量对于城市贫困家庭的不同

的消费取向均产生了显著性影响。促进城市贫困家庭的可持续生计，需要在消费结构中提升发展
型消费支出的比重。从城市贫困家庭生计资本类型对其消费方式的影响角度来看，提升城市贫困
家庭的金融资产水平以及人力资本水平应成为未来城市反贫困政策的主要着力点。

表 7 城市贫困家庭维持型消费与发展型消费影响因素 OLS模型

自变量
模型 6． 1:维持型消费( 元) 模型 6． 2:发展型消费( 元)

B β VIF B β VIF

常量 1002． 454＊＊＊ 1482． 731＊＊＊

家庭人口数 208． 797 ． 121＊＊＊ 2． 606 201． 558 ． 136＊＊＊ 2． 563

未成年子女家庭( 有 = 1) 174． 372 ． 055* 1． 725 109． 168 ． 040* 1． 723

在校大学生子女家庭( 有 = 1) － 209． 033 － ． 057* 1． 525 － 3． 619 － ． 001 1． 527

家庭有离退休老人( 有 = 1) － 130． 060 － ． 024 1． 109 － 31． 948 － ． 007 1． 104

在婚状态家庭( 在婚 = 1) 169． 189 ． 047 2． 369 － 186． 360 － ． 061 2． 362

单亲家庭( 单亲 = 1) 256． 479 ． 045 1． 755 62． 669 ． 013 1． 752

低保家庭( 是 = 1) － 531． 546 － ． 174＊＊＊ 3． 980 － 561． 471 － ． 214＊＊＊ 3． 451

人力资本

成年人平均受教育水平 24． 038 ． 045* 1． 185 33． 360 ． 073＊＊＊ 1． 166

家庭健康自评( 逆序) 98． 111 ． 072* 3． 122 － 11． 028 － ． 009 3． 171

家庭患病人数 162． 842 ． 094＊＊＊ 1． 931 108． 176 ． 072＊＊ 2． 055

家庭残障人数 － 65． 246 － ． 023 1． 345 171． 084 ． 070＊＊＊ 1． 360

家庭自理困难人数 － 79． 475 － ． 025 1． 420 － 97． 321 － ． 036 1． 417

家庭专业技术证数量 109． 780 ． 058* 1． 820 － 35． 745 － ． 022 1． 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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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文根据消费支出类型的性质，把抽样调查中城市贫困家庭具体消费支出项目区分出维持型消费支出与发展型消费支
出。所谓维持型消费支出是指消费支出项目直接用于满足当下基本生存需求，具体包括: 食品类支出 ( 9 小项) 、居住
类支出 ( 3 小项) 、水电煤类支出 ( 3 小项) 、日用品类支出 ( 1 小项) 、服装类支出 ( 2 小项) 、洗理类支出 ( 2 小项)
以及交通类支出 ( 1 小项) 等; 发展型消费支出则是指消费支出项目用于满足家庭未来长期的可持续发展目的或具有
直接促进家庭长远发展的消费支出，具体包括成人教育培训类支出 ( 1 小项) 、儿童教育成长类支出 ( 3 小项) 、文体
类支出 ( 3 小项) 、资讯类支出 ( 3 小项) 、社交类支出 ( 2 小项) 以及保险类支出 ( 3 小项) 等。详情参见高功敬、
陈岱云、梁丽霞《中国城市贫困家庭生计资本指标测量及现状分析》，《济南大学学报》2016 年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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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自变量
模型 6． 1:维持型消费( 元) 模型 6． 2:发展型消费( 元)

B β VIF B β VIF

家庭成员技能培训人次 － 17． 668 － ． 007 2． 350 92． 130 ． 043 2． 294

家庭劳动就业人数 － 2． 376 － ． 002 3． 068 － 185． 485 － ． 154＊＊＊ 3． 056

住房资产( 标准分) 79． 095 ． 012 1． 101 51． 536 ． 009 1． 109

非房物质资产( 标准分) － 768． 581 － ． 032 1． 241 － 234． 248 － ． 011 1． 222

家庭金融资产( 标准分) 1349． 925 ． 083＊＊＊ 2． 197 531． 918 ． 038＊＊ 2． 190

社会资本( 标准分) 205． 256 ． 027 2． 533 272． 297 ． 042 2． 656

家庭夫妻关系( 和睦 = 1) 27． 775 ． 013 1． 079 － 1． 117 ． 000 1． 074

生活信心( 有 = 1) 42． 257 ． 017 1． 062 48． 925 ． 023 1． 063

N 2107 2107

F 5． 597 6． 426

调整后 Ｒ2 0． 044＊＊＊ 0． 051＊＊＊

七、结论与讨论
通过对城市贫困家庭生计策略取向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如下基本结论。
1． 金融资产对城市贫困家庭可持续生计具有重要的显著性影响，政府应重视采取各种制度
化方式促进城市贫困家庭金融资产积累的必要性。上述实证分析充分表明，金融资产因素对于中
国城市贫困家庭的劳动力市场参与水平、就业方式以及发展型支出等重要生计策略取向均具有显
著性影响。长期以来，由于认识水平或各种偏见的局限，对于金融资产在城市贫困家庭生计维持
系统以及可持续生计发展上的重要性被有意或无意地严重忽视了。包括储蓄、信贷、保险、住房
公积金以及投资等在内的金融资产的制度性积累，对于城市贫困家庭可持续生计至关重要。迈克
尔·谢若登所大力倡导的资产建设福利理论主要强调的就是，通过制度化方式促进穷人金融资产
的积累，并充分发挥金融资产积累过程中对于穷人各种生计资本与生计策略的积极效应。①通过
制度化方式促进金融资产积累不能仅仅局限于中产及以上阶层，而应基于发展型社会政策理念，

拓展其包容性，使穷人能够切实有效可及低利率信贷支持、税收减免与转移支付以及住房公积金
等各种制度化金融资产积累渠道。这应成为未来中国城市反贫困政策的主要着力点。

2． 加强知识更新与职业技能培训是建构城市贫困家庭可持续生计系统的必由之路。实证研
究表明，在城市贫困家庭人力资本对劳务性收入及其占比的影响中，技能培训要素是一个非常重

要的显著性因素。当前城市贫困家庭先前所拥有的知识技能较为陈旧，已远不能适应当今飞速变
化的劳动力市场对相关知识与具体技能的最新需求。城市贫困家庭成员的知识更新以及及时有效
的技能培训对于其劳动力市场参与及其收入提升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

3． 促进社会救助制度理念与机制由生计维持型向发展型转变。当前中国社会救助理念与机
制总体上属于生计维持型，发展型特征不明显。城市低保政策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对于城市低保户
生计维持发挥了关键性作用，但由于其严苛而频繁的经济与财产审查机制，严重抑制了城市低保

家庭成员劳动力市场参与的积极性。低保政策只是城市贫困家庭救助体系中一项主要内容，其他
社会救助政策的理念与机制基本上也是生计维持型的，且缺乏整合性。因此，促进制度性救助理
念与机制由生计维持型向发展型转变是建构城市贫困家庭可持续生计系统的关键一环。

4． 未成年子女贫困家庭应成为城市贫困家庭政策支持的重点对象。社会化理论及其相关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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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迈克尔·谢若登: 《资产与穷人———一项新的美国福利政策》，高鉴国译，商务印书馆 2005 年版，第 18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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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充分表明，家庭环境对于儿童的健康成长极其关键。贫困家庭的儿童成长教育不仅是家庭的根
本利益所在和基本人权要求，也是民族振兴与国家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条件。实证研究表明，未成
年子女贫困家庭相对于没有未成年子女贫困家庭而言，其生计维持负担相对较重，其维持型消费

支出与发展型消费支出都显著高于没有未成年子女的贫困家庭，需要更多的、更有针对性的社会
救助支持。

5． 对生活是否拥有信心是影响城市贫困家庭可持续生计建构的重要变量。实证研究表明，
对未来生活有信心的城市贫困家庭相对于信心不足的家庭而言，其劳动力市场参与水平显著较

高，对于社会救助的依赖明显减少。不仅如此，对未来生活充满信心也是城市贫困家庭生活质量
的基本内容。当然，对于城市贫困家庭而言，对未来生活充满信心不是建立在空中楼阁之上，除
了家庭成员的共同努力外，更需要从政策制度上赋予其生活信心生发的土壤。这就需要从制度上
促进城市贫困家庭金融资产的积累，加大城市贫困家庭成员的职业技能培训力度，促进城市贫困

家庭成员的知识技能更新步伐，推动社会救助制度由单纯的生计维持型向发展型转变，通过整合

各种有效政策措施提振城市贫困家庭成员对未来生活的信心，使其对可持续生计怀有现实的期

许，看到经过自身不断努力可以改变的希望。
( 责任编辑: 薛立勇)

China Urban Poverty Families' Livelihood Capital and Livelihood Strategies
Gao Gongjing

Abstract: The specific effects of urban poverty families' livelihood capital on their livelihood
strategies are discussed and the key factors concern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China urban poverty families'
sustainable livelihood framework are clarified in this article by constructing and analyzing the multiple
regression models． Some conclusions are taken as follows: ( 1) The financial capital has positive effects
on urban poverty families' basic livelihood strategies． The improvement of financial capital accumulation
through institutionalization does not confine them to the middle and above class and their conclusiveness
should been expanded in order to make the poor families share the various ways of financial capital
accumulation． ( 2) It is difficult for urban poverty families to satisfy the demands of new knowledge and
skills resulting from the labor market． 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knowledge updating and occupational
skills training nowadays． ( 3 ) To translate the ideas and mechanisms of social relief from maintainable
livelihood model into sustainable livelihood model is one of the key mechanisms for establishing China
urban poverty families' sustainable livelihood framework． ( 4) The minor children urban poverty families'
should be emphasized in social policy supports． ( 5 ) The living confidence factor is one of important
variables that affect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China urban poverty families' sustainable livelihood
frame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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